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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时代信托融入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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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与“法律融入”相比，信托的“学理融入”并不顺利。但既有的争论因未看到信托的叛逆本

质而不尽如人意。罗马法的信托与英美法的信托，都是对既有制度的反叛。这是信托核心的特质：因

其乃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当事人的个人意图。正因如此，信托的功能性和工具性也得以凸显。信托的

融入涉及政策层面和技术层面：前者要求法律对规避行为更加宽容；后者则应当采取一个二段式的认

定方式———财产的独立为信托机制的适用提供可能性；而一经适用，则可以排除物债之辩，以具体化

和个案化的方式来维护当事人的真实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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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托的“学理融入”：未解决的问题

我们很快就要走进民法典时代，但无可否认，有些古老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信托的融入就

是一个典型的范例。不过这个问题似乎正在淡出《民法典》编纂的视野：《民法总则》并没有提

及信托，分编草案里也没有看到信托的身影；在“ＸＸ是否独立成编”的唇枪舌剑中，〔１〕信托也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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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土地法制研究院副教授、法学博士。本文系２０１６年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有限理性

视角下的民法规则研究”（１６ＦＸＣ００３）、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土地管理法律制度完善

研究”（１８ＺＤＡ１５１）的阶段性成果。

这些争议往往有各种权威学者的声音。典型范例包括“人格权是否独立成编”的争议，如梁慧星：《民

法典编纂中的重大争论———兼评法工委两个人格权编草案》，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２０１８年第３期；王利明：

《使人格权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载《光明日报》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５日，第１１版；杨立新：《对否定民法典人格权编

立法决策意见的不同看法（上）》，转自微信公众号“中国民商法律网”。另一个争议稍小，即知识产权是否独立成

编。吴汉东教授开宗明义地肯定之，并认为“总则＋分编”的“点＋面”形式应为首选。参见吴汉东：《知识产权

应当在未来民法典中独立成编》，载《知识产权》２０１６年第１２期。



占据过一席之地。之所以如此，一个不甚严谨的猜想是《民法典》基本遵循了德国模式，而德国

对信托的态度仍然比较抗拒。〔２〕事实上，或许德国式的民法（典）与信托天生犯冲：诚如学者所

言，信托制度是英美法与大陆法的主要区别之一，欧陆法欠缺与信托等同的制度。〔３〕一个佐证

是，日本一度存在对信托制度的需求，甚至早在８２８年就有过类似信托的制度尝试（即空海创设

的综艺种智院），但最终消亡于１８９８年的民法典———因为信托制度与大陆法系的绝对所有权存

在根本矛盾。〔４〕正因如此，尽管有几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法典》里容纳了信托———比如意大利

《民法典》、埃塞俄比亚《民法典》以及加拿大魁北克省《民法典》，但它们都是法国 意大利传统的

民法典；而且数量也有限（尤其是意大利《民法典》就给了两个条文）。如今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

喜欢把信托法作为特别法（商事领域和公益领域）〔５〕：比如法国的“第２００７ ２１１号法案”；〔６〕

日本以《信托法》和《信托业法》为核心的一系列法律；〔７〕以及我国同样颁行的独立信托法。

如果说信托的“法律融入”还算顺利；真正的困难在于“学理融入”———学者们总是意犹未尽：

难道真就没法在物债二分的语境下说清楚信托吗？不是说好了“阳光之下无新鲜事”（犖犻犺犻犾狊狌犫

狊狅犾犲狀狅狏狌犿）吗？信托（尤其是意定信托）的受托人和受益人都对信托财产享有能对抗第三人的权

利，这算什么？在对抗性产权观的英美法看来，〔８〕受托人持有普通法所有权，而受益人持有可以

对抗一切非善意第三人的衡平法所有权，问题就解决了。〔９〕但在物债区分的框架之下，大陆法系

（尤其是德国法系）认为只有物权才有对世效力，那么受托人和受益人持有何种权利？这是信托

“学理融入”的关键瓶颈：〔１０〕基于一物一权，信托财产（姑且让我们忽略有体物难题）上的两项权利

不可能都是物权。如果说受托人持有所有权，那么受益人的权利为何？如果是合同权利，则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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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法典》的德国化，植根于对（继受德国民法的）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的学习，以《物权法》的起草

和颁行为标志，以《民法总则》为宣示。有德国学者认为德国法典编纂的体系特点不是五编制和总则，而是物法

和债法的截然区分。参见［德］雅科布斯：《十九世纪德国民法科学与立法》，王娜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

１８２～１８３页。但我国立法把这两种特征都做到了。不过德国仍未在立法上承认信托。参见金锦萍：《论法律行

为视角下的信托行为》，载《中外法学》２０１６年第１期。

参见谢哲胜：《财产法专题研究（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６、１７５页。

参见［日］新井诚：《信托法》，刘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２２页。

有学者直接指出并认可了这个判断，参见赵廉慧：《信托受益权法律性质新解———“剩余索取权理论”

的引入》，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５年第５期。以我国为例，我国最初引入信托法，就是为了引进作为商业制

度的信托业；而信托在公益领域亦有重要意义。参见赵廉慧：《信托法解释论》，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

７９、５３０页。

参见吕富强：《论法国式信托———一种对本土资源加以改造的途径》，载《比较法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２期。

参见前注〔４〕，新井诚书，第２３页。

即认为不存在绝对的产权（ｔｉｔｌｅ），所有的财产权利都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抗其他权利。相对性是英美

财产法的核心思想。英国虽然有两项能够对抗一切人的普通法地产（完全非限嗣继承不动产和租赁），但也存在大

量的衡平法利益和地产负担。参见陈永强：《英美法上的交易自治与交易安全———以房地产交易法为视角》，法律

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４４～４６页。

有法院甚至认为：只要普通法和衡平法的财产所有权发生了分裂，信托就会诞生。Ｓｅｅ犎犪狉犱狅狅狀狏

犅犲犾犻犾犻狅狊［１９０１］ＡＣ１１８（ＰＣ）１２３；犌狌犲狉犻狀狏犆犪狀犪犱犪［１９８４］２ＳＣＲ３３５．

有学者认为，物债二分的财产法理论和物权法定理论是信托融入民法的理论瓶颈，参见刘正峰：《财产

独立管理委托的信托性质与信托制度融入民法典研究》，载《河北法学》２０１４年第６期。这是不准确的。因为英美

法同样有类似物债二分的体系（对人权和对物权），而且物权法定并不能算信托的障碍———既然土地承包经营权都

可以规定，规定一个信托权并非难以想象。问题的关键是一项财产上存在两项对世性权利的做法冲撞了一物一权

原则。



实现对世要求；〔１１〕那么是物权吗？何种物权呢？反之，如果是受益人持有所有权，那么受托人的

权利为何？用益物权吗？那如何解释受托人可以处分信托财产这一事实？〔１２〕为了解释清楚这个

问题，学者们提出了若干思路，但实际并不成功。

二、不甚成功的思路：顺从型与回避型

定位信托当事人的财产权利之时，是否要遵循传统物债区分体系？基于这个标准，很多貌似

针锋相对的争论实际属于完全相同的谱系。〔１３〕比如，无论是受益人享有债权或物权，抑或受托人

享有债权或物权，都是遵循一物一权模式的理论阐释，〔１４〕笔者将其称为“顺从型”；而某些观点则

是将“一物一权”的限制加以搁置，转而强调其他的问题，笔者将其称为“回避型”。我们很快就会

看到，这两种进路都不太成功。

如果说受托人对信托财产享有所有权，〔１５〕受益人就没办法再是所有权人了。那么是什么呢？若

是对人性的权利（债权），〔１６〕似乎缩小了受益人的权利，受益权里本来就包含对人权和对物权。〔１７〕

１８４１年的犛犪狌狀犱犲狉狊狏．犞犪狌狋犻犲狉一案明确指出：受益人的权利从“单纯请求受托人履行信托”转变为

“处分信托财产”。〔１８〕正因如此，孟勤国教授认为受益人拥有信托财产的所有权，受托人拥有占有权

（即有处分权能的用益物权）。〔１９〕但这一结论与现行《信托法》有悖，且亦有其他不周：比如英美法认

为受益人主体不明之时信托仍可成立（公益信托），此时的所有权归谁？〔２０〕创设信托有时是为了那些

不能持有财产的主体（如修道会、俱乐部），“受益人拥有所有权”会限制信托的适用范围。于是有学者

走上了另一条路，认为在信托成立之后无任何人对信托财产享有所有权，其财产权利处于一种“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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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信托就是要“绕开”（ｃｉｒｃｕｍｖｅｎｔ）合同相对性（Ｐｒｉｖｉｔｙ）的限制。参见［英］爱德华兹、斯托克韦尔：

《信托法与衡平法》，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３年影印版，第１７页。严格地讲，ｐｒｉｖｉｔｙ指双方存在法律关系，与合同相对性

并不完全等同。

尽管有学者认为受托人并不享有对信托财产的转让权利，参见前注〔５〕，赵廉慧文。但这明显不是事实。

出售的权力往往会写在信托契据中，参见前注〔１１〕，爱德华兹、斯托克韦尔书，第３４４页；受托人的投资义务、实现

最大化投资回报是基本义务，而投资必然涉及“转让”。参见［英］弗戈：《衡平法与信托法的原理》，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８年版，第５８８页以下。事实上，英国继承领域存在的信托出售，就是承认受托人可以将信托财产出售，而将信

托义务转移到出售价金之上。参见张凇纶：《财产权利的对抗力规范———从继承中的财产法规则谈起》，载《政法

论坛》２０１３年第１期。

赵廉慧教授将其称为“言词之争”。参见前注〔５〕，赵廉慧文。

有学者认为英美信托学界存在受益人权利的“物权论”和“债权论”之争。参见朱圆：《论信托的性质与

我国信托法的属性定位》，载《中外法学》２０１５年第５期。这明显是理论错位：英美法不可能使用“物权”的概念。

正如Ｒｉｄｄａｌｌ所言，英美法使用的是地产（ｅｓｔａｔｅ）概念。Ｒｉｄｄａｌｌ，犐狀狋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狋狅犔犪狀犱犔犪狑 （３ｒｄｅｄ．，Ｂｕｔｔｅｒｗｏｒｔｈｓ

＆Ｃｏ．Ｌｔｄ，１９８３），ｐ．６７．笔者更认同赵廉慧先生所言：受益人权利的性质学说大多来自以日本为首的东亚研究

者。参见前注〔５〕，赵廉慧文。

我国《信托法》第１４条就表明了这个态度。

日本《信托法》自制定以来便为有力说，参见前注〔４〕，新井诚书，第４０页以下。而英美法学者亦有持此论

者，认为信托应与合同归于同一法律部门。参见前注〔１４〕，朱圆文。

参见前注〔１２〕，弗戈书，第４８５页。

转引自王涌：《论信托法与物权法的关系———信托法在民法法系中的问题》，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２００８年第６期。

参见孟勤国：《物权二元结构论》，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３３５～３３６页。

前注〔１８〕，王涌文。我国遵循大陆法系的基本结构，即公益信托无需主体特定。事实上有学者指出，公益

信托的核心就在于受益人不特定，这是与私益信托完全不同的情况。参见前注〔５〕，赵廉慧书，第５３１页。



的过程”；一种正在移转的运动状态，需要根据受托人的行为来确定归属。〔２１〕这个理论暗合铃木禄弥

的“削梨”说，〔２２〕因此也分享了相同的弱点：“于时间移动，在当事人之间有流动的，‘削梨’式的所有权

移转，势必造成法律关系的混乱，与物权关系明确原则不符。”〔２３〕每个纠纷都是在确定时间点上发生

的冲突，流动理论恰好没法定位特定时间点的权利状态———一旦定位了，就会和之前的理论一样了！

事实上，即便英美法也没有灵活到这般程度：信托财产无人享有所有权，岂非成了无主物？归根结

底，信托模式与（德国式的）物权模式差距实在太大，“顺从型”真不好办。〔２４〕

正因如此，“回避型”理论应运而生。但其并未准确定位当事人对信托财产所享有的权利性质，这

是它最大的困境。比如，有学者认为信托法应为授权法，其基于（强于合同义务）的信义义务，而信托

就是商事组织。〔２５〕这个结论不是不成立，因为信托模式和（财团）法人模式确实很像。〔２６〕尽管赵廉

慧先生就二者的区别写了很多，但他也承认商业领域的信托不是不能取得法人人格，只是信托应更自

由。〔２７〕但说（甚至规定）信托是法人（组织），并不意味着自动回答了与信托财产相关者———主要是受

益人和受托人———究竟享有何种财产权利，而这个问题正是“顺从型”要回答的。从这个角度看，“顺

从型”更像“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勇者，而“回避型”则是“趋而辟之”的楚狂人。再有学者把信托置于合

同／法律行为层面，或认为信托源自财产独立管理委托；〔２８〕或认为对信托的分析应当从信托行为入

手，而后者乃是法律行为，具有要物性。〔２９〕这延续着“回避型”未定位信托财产的症结；〔３０〕而且此信

托限于意定信托，但英美法中还有法定信托（包括归复信托和推定信托）。英国学者本·麦克法兰

（ＢｅｎＭｃＦａｒｌａｎｅ）指出，一般认为明示信托才是信托法的核心，但推定信托和归复信托才是信托法的核

心。〔３１〕尽管这并非主流观点，但无法适用于法定信托的信托理论，难谓完整。

或许正因如此，有学者希望使用剩余索取权理论，将信托受益权认定为剩余索取权，即针对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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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３１〕

参见李勇：《信托财产所有权性质之再思考》，载《时代法学》２００５年第５期；陈璞：《作为所有权运动形式的

信托———一个解决信托财产所有权归属问题的理论尝试》，载《河北法学》２０１０年第１２期。

在解释所有权保留买卖的问题中，铃木教授用环形“削梨”来比喻所有权从出卖人到买受人的移转过程。

参见申卫星：《所有权保留买卖买受人期待权之本质》，载《法学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２期。

王轶：《所有权保留制度研究》，载《民商法论丛》第６卷，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６２７页。

所以有学者断言，物权理论与信托财产所有权二元结构毫无兼容的可能。参见前注〔２１〕，陈璞文。

该理论由日本学者四宫和夫提出，其强调受益权并非债权，而是与信托财产有“物的关系”的物权性质的权

利。参见前注〔５〕，赵廉慧文。我国有学者则认为，信托法的本质是授权法，信托是商事组织，因此信托法应以授权性

为基础。参见前注〔１４〕，朱圆文。

王文宇教授就认为，信托财产应不仅仅是“权利客体”，其具有一定的主体性。参见王文宇：《信托法的分

析架构及可行的发展方向———以台湾地区法制为例》，载《北大法律评论》２００８年第９卷，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

颇有力的论述，参见李宇：《论作为法人的商业信托》，载《法学》２０１６年第８期。而且埃塞俄比亚《民法典》就在第一编

“人”之下的“财团”里写入了信托。

前注〔５〕，赵廉慧书，第６８～７２页。

作者认为信托法的目的在于填补意思表示空白。参见前注〔１０〕，刘正峰文。

参见前注〔２〕，金锦萍文。

事实上，学者并非没看到这一点。比如金锦萍教授就明确指出，未清晰界定信托财产的归属问题，导致信

托立法在信托行为的设立和生效问题上难有同意逻辑基础。参见前注〔２〕，金锦萍文。不过，笔者也并不认同将信托

认定为法律行为（要物性），用区分原则来解释信托行为就能够实现这个目标，事实恰恰相反：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的

区分，乃是建立在财产权（物权还是债权）的准确定位之上。如果要遵循德国式的进路，那就必须先准确定位信托财

产权利，随后才能谈得到区分规则。

ＢｅｎＭｃＦａｒｌａｎｅ，“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ｏｆ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ａｎｄ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Ｔｒｕｓｔｓ”，ｉｎＣｈａｒｌｅｓ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ｅｄ．），犆狅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狏犲

犪狀犱犚犲狊狌犾狋犻狀犵犜狉狌狊狋狊（Ｈａｒｔ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１０）．



产之债权性质请求权均得满足后所剩余之价值的请求权。〔３２〕还有学者进一步将信托分为“内部

关系”和“外部关系”：认为内部关系中由于权利分配明确，不存在剩余权利，因此不需区分所有权

人；但在外部关系中，由于涉及第三人以及公权力，因此应规定由受托人享有所有权。〔３３〕这个构

想的不足在于：首先，“内部权利分配明确”是个伪命题，就连受益人是否能检视信托文件，双方都

会打起官司。〔３４〕其次，在经济学上，剩余权理论乃是用来描述所有权（财产权）结构的复杂性或合

同的非线性，〔３５〕其核心在于强调产权人在经济关系中的实际影响力和利益获得手段，能否作为法

律规范的基础，颇值怀疑。论者认为用益物权、公司法、担保、金融债权以及信托受益权都能看到

剩余权的影子，诚哉斯言；但二者本来就不是同一条路上的，互相重合再正常不过：正如我们也可

以认为所有权利都是语言的表达，因此也会看到很多权利和很多语言都能对应上，但恐怕不能用

语言来作为权利的基础。退一步讲，英美的权利束理论和以时间长度为标准的地产制度，〔３６〕与剩

余权理论可谓一拍即合；但在大陆法系看来，剩余受益的索取权，要么是指对剩余收益（即偿还了

其他债务之后的净收益）的所有权（物权），要么是对该收益的请求权（债权）。兜了一圈，我们又回

来了。这或许暗示我们，信托融入的问题，可能还是要回到起点：看看历史会告诉我们什么。

三、来自历史的经验：作为叛逆者的信托

信托的历史往往与道德（诚信）密切相关：某人（受托人）对他人（信托创设人）做出了允诺，会将

后者财产（一般是遗产）或利益转给第三人（受益人），但该允诺出于种种原因缺乏执行力，成了纯粹的

道德义务，承认并执行这种道德义务的机制就是信托。〔３７〕考诸英美法：受益人的“道德诉求”间接或

直接由御前大臣（ＬｏｒｄＣｈａｎｃｅｌｌｏｒ）处理，这导致后者的司法活动日趋独立（衡平法院）。〔３８〕在更早的

罗马法中，信托诞生于相似的情境。优帝的《法学阶梯》指出：“……最初信托是不受保护的，因为没有

人能被强迫违背自己的意愿而按照曾有之要求来完成财产的移转……受托人完全不受法律义务的约

束，而立遗嘱人只能依靠自己所‘信’所‘托’之人的正直。后来，是已故的皇帝奥古斯都首次要求执政

官以权威身份介入信托事务，因为皇帝多次为个人性的原因所打动……”〔３９〕

尽管如此，行政权（君主）对信托的态度却相当不稳定。奥古斯都这样的道德主义者对信托

虽颇有好感，〔４０〕但哈德良（以及韦斯帕芗的《贝加苏元老院决议》）却直接禁止信托对被排除受

遗赠资格者的适用。〔４１〕究其根源，信托往往会影响君主和行政权的收入。面对秘密信托导致

国库收入受损的局面，皇帝们都不太开心：图拉真通过两项谕令引入了犫犲狀犲犳犻犮犻狌犿犜狉犪犻犪狀犻，哈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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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参见前注〔５〕，赵廉慧文。

参见前注〔１８〕，王涌文。

Ｅ．ｇ．犚犲犔狅狀犱狅狀犱犲犲狉狔狊犛犲狋狋犾犲犿犲狀狋［１９６４］３ＡｌｌＥＲ８５５．

前者参见［美］汉斯曼：《企业所有权论》，于静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后者参见［美］巴泽

尔：《产权的经济分析》，费方域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

Ｒｉｄｄａｌｌ，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１４〕，ａｔ１６．

Ｐｌｕｃｋｎｅｔｔ，犃犆狅狀犮犻狊犲犎犻狊狋狅狉狔狅犳狋犺犲犆狅犿犿狅狀犔犪狑，中信出版社２００３年影印版，第５９８～５９９页。

Ｒｉｄｄａｌｌ，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１４〕，ａｔ６６．

Ｉ．２．２３．１．

比如在Ｌｅｎｔｕｔｌｕｓ的案件中，正是奥古斯都执行了信托，Ｉ．２．２５。约翰斯顿先生甚至认为，奥古斯都所

倡导的道德复兴工程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参见［英］约翰斯顿：《罗马法中的信托法》，张凇纶译，法

律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２９０～２９４页。

朱利安、卡里斯特拉托斯亦有类似的判断。参见前注〔４０〕，约翰斯顿书，第４０、４５、９２页。



德良和安东尼·庇护进行了改进：目的就是要没收无资格接受财产却接受了他人的死因处分之

人的财产。〔４２〕类似但更严酷的举措，则是英国１５３５年的《用益法》：“一个极度强力意志的国王

（指亨利八世）对极度不情愿的议会进行的强迫。”排除用益规避将衡平法地产转变为普通法地产，

从而增加国王的财政收入。〔４３〕更重要的是，诚信与公权力之间并非总是亲密无间：当个人允诺的

东西是法律（权力）所禁止的，公权力就不太喜欢（个体）坚持诚信了。这会出现一个狡黠的叛逆

者，信托恰恰就是这样的角色。罗马法一度认为，信托是对法律的规避甚至欺骗（犳狉犪狌狊犾犲犵犻），“利

用信托我们欺骗了法律”（狆犲狉犳犻犱犲犻犮狅犿犿犻狊狊狌犿犾犲犵犻犫狌狊犻狀犾狌犱犻犿狌狊）；
〔４４〕英美法中用益与信托的核

心同样是规避。衡平法信托要规避的是普通法和封建法：诸如监护和婚嫁的封建负担、因叛国和

重罪引发土地复归（ｅｓｃｈｅａｔｆｏｒｆｅｌｏｎｙ）的没收法律以及土地死手保有（ｍｏｒｔｍａｉｎ）之成文法和对土

地遗嘱处分的限制；〔４５〕而罗马法信托则希望排除市民法的限制：包括受益人的限制———包括未婚

之成年人（犮犪犲犾犻犫犲狊）、已婚未育者（狅狉犫犻）、不确定的人（犐狀犮犲狉狋犪犲狆犲狉狊狅狀犪犲，指尚未出生之人或其他无

法确定之人）、外国人以及半公民（ＪｕｎｉａｎＬａｔｉｎｓ，即所有由非正式仪式释放的奴隶）；特定形式（诸

如特定语词）的限制；再或希望实现更多的受益目的———比如将财产永固在自己名号（犖狅犿犲狀）之

下，或者对公共目的之履行（信托可以借助非常审判而特定履行）。〔４６〕

后来的事，人所共知：“新的胜了旧的；非形式的胜了僵化的；公平的胜了严格的。”〔４７〕但历史不仅

要人理解过去的社会，更要人增加掌握现在社会的能力。〔４８〕尽管时代和内容不同，〔４９〕罗马人和盎格

鲁 萨克逊人都希望对财产的处分能更自由一点，至少是要比法律规定的更自由，这或许是信托最终

胜利的原因。不过，历史学者关心“为什么会这样”（ｗｈｙ），法学家们则更关心“如何做到的”（ｈｏｗ）。

形式自由和摆脱规则限制固然诱人，但预定形式的安全和既有规则之保障同样有其价值———特别是

对法律人（包括法官）而言，如果仅凭形式便可认定协议的效力，不仅会降低其工作强度，更会增强民

众对专业法律人的倚重，继而增加法律行业的整体红利。〔５０〕但过分坚持这种做法，不仅会违背法律

人赖以自持的正义观念；从长远的角度看，也不利于法律行业的真正利益（因为会导致民众对法律

人的反感）。正因如此，法律人（或许是自发地）选择了一种更加明智、也更加有效的态度：这就是

将信托视为工具，进而发展出一套自由的阐释机制。借用哲学的术语：信托不是概念，而是谓词。

就罗马法看来，古典时期的信托已被用来实现各种法律目的：〔５１〕除了前文所述对欠缺能力者

的遗赠以及秘密信托，信托还可以用来挽救市民法无效力的遗嘱补正书，〔５２〕为遗腹子之继承，〔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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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４９〕

〔５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Ｐａｕｌ７犾犲犵犐狌犾，ａｎｄ犘犪狆．Ｄ．４９．１４．１３ｐｒ．１．参见前注〔４０〕，约翰斯顿书，第４０～４２、５８～６５页。

引号内的说法来自梅特兰。转引自前注〔４０〕，约翰斯顿书，第２９６页；高富平、吴一鸣：《英美不动产法：

兼与大陆法比较》，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８３～８４页。

引号内是杰罗姆的说法。参见前注〔４０〕，约翰斯顿书，第４５、４９～５２、７７页。

另一个规避的内容是债权人的起诉。ＳｅｅＭａｉｔｌａｎｄ，犈狇狌犻狋狔，２６ｆ．转引自前注〔４０〕，约翰斯顿书，第２９４页。

参见前注〔４０〕，约翰斯顿书，第３２、９２、２３４～２３５、２６２～２６４、２７２页。尽管罗马法的信托并未如衡平法信

托一样要颠覆法律，而仅仅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市民法的替代品，但不可否认替代本身就具有对抗的意味。

参见前注〔４０〕，约翰斯顿书，第３０１页。

参见［英］卡尔：《历史是什么》，吴柱存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１年版，第５７页。

罗马法的信托仅仅发生在死因处分之下，因此并未在商事或公法（如税收）领域有所发展。参见前注〔４０〕，

约翰斯顿书，第２９８页。而衡平法的信托（用益）不仅能解决死因处分，活人之间的处分同样要纳入其中：比如要实现

对教会的赠与，以及避免封建负担。参见马克垚：《英国封建社会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７７～２７８页。

一个类似的观点，参见［美］波斯纳：《超越法律》，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３９、５２～５５页。

参见前注〔４０〕，约翰斯顿书，第７９、１５３、１６４、２３５、２７０页。

Ｅ．ｇ．Ｄ．２９．７．２．４．

Ｄ．３０．１２７．



还可以使第三人的利益简单化，〔５４〕而且甚至可以排除“利益某人”的通用模式〔５５〕和书面要求。〔５６〕

我们应当看到，信托不是一个给定机制，而是一种分析框架；法学家的任务是要将现实中的实践阐释

为信托，这就需要一些非形式的实质标准。除了信托当事人（及其能力）和内容合法之外，最重要的规

则就是如下两项：第一，受托人必须基于对信托创设者的继承而取得利益，即“利益规则”；第二，受托

人对利益的收取必须可归于信托创设者的意图，即“意图规则”。〔５７〕相比之下，意图规则要简单一些

（毕竟有遗嘱）：唯一的困难是在无遗嘱情况下，而此时会涉及大量的推定。〔５８〕而利益规则需要更多

的阐释，因为是否获益在具体的情况下会非常复杂：比如立遗嘱人写明，要其女儿在有子女前不要立

遗嘱。结果该女儿去世后无子嗣，能否认为此处存在一个利益其姐妹的信托？帕比尼安否定了这一

点：认为“这不能被视为是利益她姐妹（共同继承人）的遗产信托，……（而是）以提供建议的托词来减

损……权利”。〔５９〕这里我们看到，借助法学家的个人判断，利益规则有助于信托对市民法的突破。〔６０〕

在当今的英美法系，信托是既定的法律机制；但我们仍能看到信托的阐释性质，典型范例便

是法定性信托：包括推定信托（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ｔｒｕｓｔ）和归复信托（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ｔｒｕｓｔ）。正如诺丁汉勋爵

所言，“当法院基于所有情况的考察，推定此处存在（信托的）一个（口头或书面的）宣告，但却不

存在明显且直接的证据”，便会基于“法律的运作或行为”来创设默示信托（也就是法定性信

托）。〔６１〕由于法定性信托不会受到《防止欺诈法》的形式限制［今为１９２５年《财产法》（Ｌａｗｏｆ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Ａｃｔ１９２５）第５３条］，而且能弥补信赖损失；
〔６２〕还可用来索还不当得利。〔６３〕一般认为，

英美法信托（以及用益）的核心是尊重当事人的意图。〔６４〕但在当事人的意图不明，〔６５〕或者之前有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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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说明的是，罗马法的文本甚至显示：在古典晚期，要想取得完整的信托财产，则必须是善意购买

人，支付了相应价值且不知悉信托存在。犘犛４．１．１５；Ｄ．４２．４．１５；诚如约翰斯顿指出，这与现代衡平法的善意

购买人制度（ｂｏｎａｆｉｄｅｐｕｒｃｈａｓｅｒ）几乎一致（尽管在执行上会有所不同）。参见前注〔４０〕，约翰斯顿书，第２４５～

２４８页。

立遗嘱人写的是：“我知道，你会把我留给你的东西都给我儿子，因为我看到了你对他们的爱。”斯凯沃拉

（Ｓｃａｅｖｏｌａ）认定此处同样构成信托。Ｄ．３２．３９．

帕比尼安指出：“如果一项信托的语词有所遗略，但其他应有之条款齐备，则可类推适用继承人指定制度与

遗赠制度而认定该信托有效，只是其书面形式有所欠缺。我们杰出的皇帝塞维鲁同样遵循了这一观点。”Ｄ．３１．６７．９．

参见前注〔４０〕，约翰斯顿书，第１４～１５页。

比如保罗曾有过一个文本：“信托可以创设于无遗嘱死亡之继承人，因为在无遗嘱死亡之时，家父被认为是

有意图地将自己的遗产留给他们的。”Ｄ．２９．７．８．１．

Ｄ．３１．７７．２４．

参见前注〔４０〕，约翰斯顿书，第２３６页。

ＳｅｅＭａｔｔｈｅｗｓ，“ＴｈｅＷｏｒｄｓＷｈｉｃｈＡｒｅＮｏｔＴｈｅｒｅ：ＡＰａｒｔｉ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Ｔｒｕｓｔ”，ｉｎ

Ｃｈａｒｌｅｓ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３１〕，ａｔ７．

Ｇａｒｄｎｅｒ，“ＲｅｌｉａｎｃｅＢａｓｅ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Ｔｒｕｓｔｓ”，ｉｎＣｈａｒｌｅｓ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３１〕，ａｔ６３．

反对的观点，参见Ｓｗａｄｌｉｎｇ，“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Ｔｒｕｓｔｓ”，１２４Ｌａｗ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Ｒｅｖｉｅｗ７２（２００８）。对

这一反对的反对，参见ＪａｍｅｓＰｅｎｎｅｒ，“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ＴｒｕｓｔｓａｎｄＵｎｊｕｓｔ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Ｔｈｒｅｅ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ｅｓ”，ｉｎＣｈａｒｌｅｓ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３１〕。

Ｓｉｍｐｓｏｎ，犃犎犻狊狋狅狉狔狅犳狋犺犲犆狅犿犿狅狀犔犪狑狅犳犆狅狀狋狉犪犮狋（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７），ｐ．３３４．

比如犇犻犾犾狑狔狀狏犔犾犲狑犲犾狔狀一案［（１８６２）４ＤｅＧＦ＆Ｊ５１７，４５ＥＲ１２８５］中，一位父亲在１８４７年制成了

一份遗嘱，地产做成了一份信托，利益其妻子终生，然后利益二人的儿子终生，然后根据其儿子进一步对剩余产权

人的指定来利益孙子或孙子们。到了１８５３年，应其妻子（也是儿子的母亲）的请求，父亲将一块土地赠与给儿子

（非正式），目的是让后者自己盖一幢房子。儿子占有了土地，并在父亲知晓并同意的情况下，投资１４０００英镑建造

了一处住所。但土地并未办理产权移转。到了１８５５年，父亲去世了。妻子希望自己的儿子被认定为该土地的绝

对所有人而无须考虑遗嘱的内容。法院判决的最后结果，便等于土地负担了利益原告的推定信托。



所允诺但却有所反悔，〔６６〕或者存在欺诈之际，〔６７〕法院都有可能会人为地在此创设一项信托，从而

实现财产的返还或者受益人的受益。由此看来，英美法的信托同样将信托作为了一种阐释工具，

可谓深谙罗马法的精神；而实用主义将这一进路推到了极致。〔６８〕比如，英美法在买卖（即便是动

产）的情况下，价金若全部支付，亦会引发一项利益购买人的单纯信托（ｂａｒｅｔｒｕｓｔ）！〔６９〕由此看来，

或许信托的继受之所以困难，实际是因为走错了路的缘故。

四、民法典时代的信托：概念还是工具？

历史考察对信托的融入———或者说“学理融入”———有怎样的启示？概言之，我们需要在两个

层面上努力：一是政策层面；二是技术层面。就政策层面而言，公权力（立法和司法）要对法律规避

采取更灵活和宽容的态度。即便是为了国库的收入，图拉真也为“自首”者留下了财产的半数；随

后在哈德良和安东尼·庇护的时代，尽管程序有所改变，数量有所缩减，而对受益人愈发不利，但

最多也会留下全部遗产的八分之三。〔７０〕而衡平法院则敢于认可《用益法》所不承认的三种用

益。〔７１〕如果动辄扩张或类推适用《民法总则》第１５３条（尤其是第２款），〔７２〕那么阐释意义上的信

托融入就基本无可能。但政策层面难以控制，故言尽于此；为信托的学理融入提供技术方案才是

我们的本职。

信托的创设可源自约定／合同（比如明示信托），亦可为法定（比如推定信托、归复信托以

·３４·

张凇纶：民法典时代信托融入的路径选择

〔６６〕

〔６７〕

〔６８〕

〔６９〕

〔７０〕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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犜犪狔犾狅狉狏犅狅狑犲狉狊一案［（１８７６）１ＱＢＤ２９１（ＣＡ）］，父亲发现儿子已经欠债，由于担心其商业债权人会攫

取自己的机器，便以虚假的对价转让给了自己的甥侄（ｎｅｐｈｅｗ）。他以为甥侄会在事过之后将机器返还给自己，但

该甥侄却将其移转给了一个（恶意的）第三人。随后Ｔａｙｌｏｒ意识到自己或许过分高估了（因债权人而）丧失财产的

风险，于是索回机器继而成讼。法院判决原告有权利索还其物品。

犚犲犅犾狌狀犱犲犾犾一案［（１８８８）４０ＣｈＤ３７０，３８１］中法官指出，信托之局外人从受托人处接受了金钱，如果能

显示他参与了受托人一方的欺诈或信托违约，则加上“他明知这笔钱属于信托财产”的事实，便可使其成为推定信

托的受托人。

因为实用主义本来就会工具性地看待法律。美国本土的哲学实际就是实用主义。参见［美］波斯纳：

《道德和法律理论的疑问》，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３０７页；以及前注〔５０〕，波斯纳书，第３５、

４４８、４６４页。

犘狅狅犾犲狔狏犅狌犱犱（１８５１）１４Ｂｅａｖ３４；犅狉犻犱犵犲狊（ｎ２３２）４８５；犔犾狅狔犱狊犅犪狀犽狆犾犮狏犆犪狉狉犻犮犽（１９９７）７３Ｐ＆

ＣＲ３１４，３２０．

因为首先没收遗产四分之一，随后再将剩余财产一分为二。犝犈２５．１７．参见前注〔４０〕，约翰斯顿书，第

５８～６５页。

参见余辉：《近现代英国信托法律制度的确立》，载《法律科学》２００３年第６期。

尽管目前我国已经认识并规定：导致合同无效的强制性规定仅应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在《民法总则》

第１５３条第１款之前，便有法释〔２００９〕５号第１４条），但实践中仍然有贸然认定合同无效的做法。比如在“齐超诉

祖淑珍返还原物纠纷”一案的再审判决中［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３）吉民提字第３号民事判决］，吉林省高级人

民法院再审认为：“作为村上主管计划生育工作的干部……应清楚房屋和土地对农民的重要性，并且在农村男人在

家庭中占主导地位。故张淑华在齐永祥未在场、亦未在协议上签字的情况下与祖淑珍签订房屋买卖协议，违背公

序良俗，不属于善意取得。”我们怀疑此处“公序良俗”的“公”被理解成了“母”的反义词（本判决被最高人民检察院

抗诉，最高人民法院撤销）。再如“哈尔滨市不锈钢制品厂、姜江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再审判决［（２０１７）最高法民再

３９号］，援用《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３９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

问题的解释》第１１条，否定了再审法院的观点，未经批准将划拨土地出卖的合同为无效，因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

的强制性规定。这明显与（法释〔２０１２〕８号）第３条第１款的规定冲突。我国亦有学者认为，除非严重违法，规避法

律的行为不应一律无效。参见前注〔５〕，赵廉慧书，第１４０～１４２页。



及单纯信托等），但其本质却都在于创设一种财产结构。〔７３〕诚然，信托确是为了维护当事人

的真实意思（罗马法与英美法皆然），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当事人是否有意（ｉｎｔｅｎｄ）创设一

项信托（尽管在很多时候的确如此），而在于其行为是否符合信托模式的财产结构，这种结构

是法律（和法院）在阐释时构建出来的。要言之，信托的关键在于法律（以及法院）的财产结构

判断。这意味着信托规则的工具化和要素化：其应当作为法律描述和规范财产结构的工具；

只要满足信托要素的，都可以尝试适用信托规则来提供阐释。（我们再一次看到了罗马法的

生命力！）

这并不符合一般的认知和实践。一个佐证是，既有的“学理融入”大都只关注当事人的权利性

质，是因为信托结构被当作给定的出发点；“当事人创设的是
獉
信托”是判定当事人法律地位的一个

先决条件。实证法对信托的要式化处理强化了这一结果。但这不仅不符合信托初创时期的经验，

更会削弱信托的适用，但正确的做法是归纳而不是演绎：诚如赵廉慧先生所言：应按实际的权利

义务来判断其实质上的合同类型，而不是倒过来。〔７４〕更准确地讲，不在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是不
獉獉

是
獉
信托，而是某种关系能不能

獉獉獉
被描述为信托关系，继而受到信托规则的约束。我们看到了一个二

段式的操作流程：先定信托结构，再定信托义务。当信托结构确定之后，再根据具体的案件情况来

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

根据传统理论，信托的设立要满足三个确定性：意图／目的确定、受益人确定和信托财产确

定。〔７５〕但本文的二段式设计与此不同：只要存在独立财产，便有适用信托结构之可能，但不一定

是必然适用，亦非适用信托便会排除其他法律机制。〔７６〕换句话说，财产利益一俟确定，便有可能

适用信托结构：这里的财产利益，不限于物（权）；〔７７〕而“确定”则强调与其他财产的区别。〔７８〕此最

典型的例证便是Ｑｕｉｓｔｃｌｏｓｅ信托：负担特定目的之借款仍可构成信托财产；若特定目的无法实现，

则该笔资金即成为以贷款人为受益人的归复信托。〔７９〕也就是说，“特定目的”亦可使资金特定化，

但若将其认定为信托，则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和效力，则取决于法律对其他因素之判定。

那么，在绝对所有权的背景下，当财产独立得适用信托结构，将呈现出怎样的财产权利呢？英

国学者麦克法兰先生认为，信托不在于普通法产权与衡平法产权的分离，而在于（受托人的）权利

负担了某项义务。〔８０〕这与笔者的观点非常相近：信托财产为核心的信托结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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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观点，参见前注〔５〕，赵廉慧书，第５９～６０页。

参见前注〔５〕，赵廉慧书，第８９页。不过，论者将《信托法》作为信义关系基本法的观点，似乎仅得适用于

明示型信托。

参见前注〔５〕，赵廉慧书，第９３～１００页。

类似的观点，参见前注〔２６〕，李宇文。论者认为用商业信托（非商事信托）可以解决《信托法》并未界定信

托性质的弊端，而商业信托的要义之一，正在于其作为法人的财产独立。按照本文的观点，认定信托的财产结构，

并不妨碍法人机制和规范的适用。

事实上是受托人的权利。参见Ｓｗａｄｌｉｎｇ，“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ｉｎＡ．Ｂｕｒｒｏｗｓ（ｅｄ．），犈狀犵犾犻狊犺

犘狉犻狏犪狋犲犔犪狑 （２ｎｄｅｄｎ．，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ｐａｒａｓ４．１４０ ４．１４７，转引自Ｃｈａｒｌｅｓ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３１〕，ａｔ２１６。

货币之特定化虽有困难，但亦非不可能，如以“专户”方式对保证金之特定化处理。参见朱晓喆：《存款

货币的权利归属与返还请求权》，载《法学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犅犪狉犮犾犪狔狊犅犪狀犽狏．犙狌犻狊狋犮犾狅狊犲（１９７０）Ａ．Ｃ．５６７，国内之讨论，参见陈雪萍：《信托的担保功能在商事活动

中的运用———以Ｑｕｉｓｔｃｌｏｓｅ信托为视角》，载《法商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６期。

其认为“衡平法财产权”不是针对一项物品的权利，也不是单纯地针对某个人的权利，而是针对一项权利

的权利。ＳｅｅＣｈａｒｌｅｓ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３１〕，ａｔ２１２．



物视角下的三方结构：受托人对信托财产（所有权）负担义务，受益人则是物上负担权利人。〔８１〕这

个结论不仅能够有效地解决信托当事人的权利分布，更将彻底地终结信托与一物一权的冲突。一

物一权（以及物权法定）都是纯粹所有权的理论衍生：既然所有权是“物上最纯粹和最完整的权利”

（萨维尼语），那么权利人就不能任意分离权能（物权法定）；而且除了法律之外，当事人的意思不得

任意在一个物上分割所有权（一物一权）。在欠缺现代技术和中央政权的封建多重所有权时期，简

化权利结构以便实现交易的顺畅，无疑有重要的时代意义。〔８２〕但发挥了时代作用的东西，不见得

要继续存在。至于维护交易安全更是站不住脚的理由：权利类型与数量的限制根本挡不住风险

（比如一物二卖）；每个人对交易安全的预期、保护方式以及愿意花费的成本都不一样，因此交易安

全不是一个抽象的指标，也不（主要）是一个法律问题，而（主要）是市场问题。〔８３〕事实上，所谓一

个物上不得出现
獉獉獉獉

几个相互冲突的物权，并不意味着不可能出现
獉獉獉獉獉

。如果双方之间均认可这一点，一

个物上存在两个甚至多个物权完全有可能，甚至还会和谐共存。因此有学者要求再给多重所有权

“一个新的机会”。〔８４〕也就是说：关键并不在于明确其属于何种类型的财产权（物权还是债权），而

在于其是否在特定的情境下对特定人具有对抗力；由于物上负担相对的权利本来就具有对世性，

这就可以摆脱“物债之争”的困扰。

这种设计的基础源自信托的多功能属性：正如谢哲胜先生指出，信托是个功能性的制度，其可

以提供契约、代理、物权、公司等法欠缺的功能。〔８５〕刚刚提及的Ｑｕｉｓｔｃｌｏｓｅ型信托，便体现着信托

的担保功能。〔８６〕我们认同英国学者的洞见：信托的重要性就在于可以“与时俱进”（ｒｅｆｉｎｅｏｖｅｒ

ｔｈｅｐａｓｓａｇｅｏｆｔｉｍｅ）地为新需求提供有力的解决方案。
〔８７〕英美法上的信托被运用到了几乎每一

个角落：家庭财产与继承、慈善、土地共有、养老基金与投资基金、未成年人的财产保护以及所有权

的纠纷解决，且信托还有助于在包括个人所得税到资产获得税（ＣａｐｉｔａｌＧａｉｎｓＴａｘ）再到遗产税等

多个领域实现合法避税。美国则更进一步，以银行兼营的信托模式附以证券化运行，信托成为美

国资本流转与增值的重要手段。〔８８〕正因如此，对信托设限不可能且不必要：信托本来就是叛逆

者，它不可能温顺地服从固化的法律框架，而是随时准备挑战既有的法律结构；而且它可以被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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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凇纶：民法典时代信托融入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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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凇纶：《论物上负担制度》，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３８６～３８７页。笔者当时是希望将信托纳入

物权法的体系，故而使用了“物上负担”的概念；但这个结构扩展至“财产负担”也是成立的。

参见［德］维甘德：《物权类型法定原则》，迟颖译，载《中德私法研究》（第２卷），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版，第８７～１０５页。

参见张凇纶：《关于交易安全理论：批判、反思与扬弃》，载《法学评论》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德］赫尔鲍特：《封建法：欧洲真正的财产共同法———我们应当重新引入双重所有权？》，张彤译，载《中

德私法研究》（第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４０～１４１页。类似的观点，参见李国强：《相对所有权观念

的形成》，载《金陵法律评论》２００９年春季卷。

参见前注〔３〕，谢哲胜书，第１６、１６５～１７０页。

此种特定目的借贷亦可适用于民事案件，比如被告借用原告之名购买经济适用房的案件，参见前注〔５〕，

赵廉慧书，第１４２～１４４页。论者正确地指出，此案可适用信托之结构：原告构成对被告所借贷财产（金钱）之受托

人；并在法律允许经济适用房转让之际加以转让。不过其认为此处涉及非法目的，但若在信托结构之下，即便经济

适用房产权不得移转，原告仍然可被认为以被告为受益人而信托持有该房屋。也就是说，如果在信托结构之下，这

里的非法目的就不存在了。事实上，其援引了犜犻狀狊犾犲狔狏犕犻犾犾犻犵犪狀一案，但该案中ＬｏｒｄＢｒｏｗｎｅＷｉｌｋｉｎｓｏｎ法官并

没有单纯认定非法目的，而是指出是原告而非被告在证成归复信托（不存在）之时要援引非法目的。考虑到该案中

被告隐瞒购房事实是为了继续申请社会保障利益，而且一个细节是被告曾经到社会保障署“自首”。因此该案与借

名买房案件不可做同等视之。

参见前注〔１１〕，爱德华兹、斯托克韦尔书，第１页。

参见徐孟洲主编：《信托法》，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４１页。



各个领域。二段式的认定结构就是要顺应这些事实：信托财产的特定化便有适用信托之可能；信

托当事人的权利则应当进行个案化和具体化。

事实上，之前的历史研究告诉我们，信托从不屑于在既有的法律体系下来框定权利，它只想彻

底贯彻当事人对财产的处分意图。〔８９〕借助二段式的规则，我们可将信托作为工具性的机制加以

融入，从而有助于复原信托的叛逆者初心：一俟因财产独立而得适用，则可以借助物上负担而摆脱

物债之辩，从而实现对固有法律体制的超越。叛逆的信托再一次到了起飞的黄昏。

五、结论：拭目以待

出于篇幅的限制，本文只能到此而止。当然，这里有大量的问题并未展开，但作为辩解的是：

笔者要强调的是一种方法，一种与众不同的信托方法：因为信托就是法律现代程度的试金石。作

为叛逆者，信托每一次被接纳都意味着法律的变革，那么今天会轮到我们吗？对一直游离在传统

民法体系之外的信托而言，对过时梦想的追求反而成了契机：或许《民法典》里不写信托，反而会使

信托更加灵活，进而为信托创造转机，继而推动财产权体制的革新？这一切，我们都只能拭目

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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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９〕 罗马法有意图规则，而英美法中则如学者所言：信托（用益）中“创设者的意愿和意图，无论为何均应获

得尊重”。Ｍｅｅ，“‘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Ｔｒｕｓｔｓ：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Ｒｅ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ｏｒＲｅｐｏｓｉｎｇＴｒｕｓｔ”，ｉｎＣｈａｒｌｅｓ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３１〕．


